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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了一国贸易成本的大小，而贸易成本的大小又会对一国产

业空间布局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发现：（１）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改善两地间的基础设施都能提

高落后地区的绝对福利水平，但当发达地区初始的基础设施水平高于落后地区时，两地间基础设施的改

善会扩大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２）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将使落后地区福利水平上升，但会使发达地

区福利水平下降，从而存在降低社会总福利的可能，这种情况极易在地区间规模差距和基础设施差距都

很大时发生；（３）中央政府改善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抑或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以提高全社会福利水平

需要相机抉择，最优决策取决于两地经济规模和基础设施的相对水平。

［关键词］基础设施；产业集聚；区域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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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ｂｅ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Ｉｎｍｏ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ｒｅｌｙｏｎｔａｘ
ｒｅｖｅｎｕｅｔｏ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ｗｏｕｌｄｂｅｔｏ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ａｘ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ｏｏｕ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ｂｅｔｔｅｒｅｘｐｌａ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基础设施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高速公路、轨道里
程迅速增加，机场、车站大量兴建以及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等创造了基础设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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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１］４５。以铁路发展为例，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８．５５万公里［２］６２６，仅次于美国
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２００８年，国务院通过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调整方案》（以下简称《调整
方案》），根据《调整方案》，从２００８年底起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将新建约４万公里铁路，铁路建设投资总
规模将突破５万亿元。届时，全国铁路营运里程将达到１２万公里，全国铁路网将覆盖２０万人口以
上城市；地级以上行政区覆盖率将达９５％以上。持续增加的基础设施投入将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
长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Ｂａｒｒｏ［３］１０６１１２、Ｈｕｌｔｅｎ等［４］２９５、刘生龙和胡鞍钢［１］１３等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表

明，一国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上述研究没有考察基础设施对经济活动空
间布局的影响，尤其是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比如，在落后地区进行大量基础设施投入对当地
以及其他地区产业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又会对全社会的福利水平产生什么影响？改善落后

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以降低地区间贸易成本究竟是使落后地区受益还是受损？地区差

距又将如何变化？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对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中国而言，无疑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自Ｋｒｕｇｍａｎ在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发表以来［５６］，许多后继研究开始探讨基
础设施的地区差异对一国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影响。Ｍａｒｔｉｎ和Ｒｏｇｅｒｓ在松脚型资本（ｆｏｏｔｌｏｏ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框架内将基础设施与贸易成本联系起来，研究发现贸易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将会使企业从落
后地区迁往发达地区，但由于进口变得更加容易，落后地区依然能从贸易一体化的过程中获
益［７］３４６３４７。然而，他们并没有分析贸易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对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的影响，这一点显
然更具有规范含义。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也很高①，但由于西部
增长率长期低于东部，东西差距不断扩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政府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应运
而生。此外，Ｍａｒｔｉｎ和Ｒｏｇｅｒｓ还分析了直接对落后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研究指出，直
接对落后地区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将通过两方面提高落后地区居民的福利水平：一方面，使落后
地区生产的产品能够更便利地为本地消费者所购买和消费；另一方面，吸引外地企业迁往落后地
区，从而降低落后地区的生活成本②［７］３４６。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并没有说明这两种效应对改善
落后地区居民福利所起作用的大小，以及这种作用力随基础设施水平变化而变化的过程。不
难发现，前一种效应是非常直接的，后一种效应则需要在长期中才能为人们所观察到。如果
仅仅因为一种效应不明显而认为一项投资是低效率的，则可能有失偏颇。Ｍａｒｔｉｎ进一步在松
脚型资本框架内将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指出如果政府直接对落后
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虽然会缩小地区差距，但却可能同时伤害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增长
速度；如果政府改善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那么不仅可以提高经济体的增长
速度，而且还可能会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８］９４９９。但是，由于他们的研究先验地假定产业集
聚会通过知识溢出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变化采取曲线移动的

方式进行刻画而缺乏严密性，其理论观点的说服力大打折扣。Ｃｏｍｂｅｓ等则在松脚型资本框
架内分析了贸易一体化对地区差距的影响［９］９３９４。他们的研究认为，贸易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不改变两地区的名义收入比，但此时企业将会从落后地区迁往发达地区，导致发达地区的价
格指数相比落后地区会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因而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会扩大 ③。不过，这种观
点低估了贸易一体化为落后地区带来的好处，我们在引入地区间基础设施差别后发现：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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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据王小鲁和樊纲的估计，西部在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间和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９．１２％和９．６３％。参见王小
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载《经济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第２４ ３６页。［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ｕ＆ Ｆａｎ
Ｇａｎｇ，″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ｏ．１０（２００５），ｐｐ．２４ ３６．］
与增长模型中对基础设施的分析有所不同，这里并不考虑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
对于这一论断，Ｃｏｍｂｅｓ等并没有给出严格的证明，仅仅是作了推断。



在地区间基础设施差别时，贸易一体化确实会加剧地区差距（包括产业规模差距和实际收入
差距）；当不存在地区间基础设施差别时，随着贸易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地区间的产业规模差
距仍会扩大，但实际收入差距并不会扩大。

另一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就社会福利而言，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抑或改善发达地区基础设
施，何者更具效率？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该问题作出很好的回答。从理论研究来看，改善落后地区的
基础设施将使经济更加分散，现有的理论研究大多认为，集聚和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
系［１０］９６６９６７［１１］１４４，因此，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会存在效率损失的问题。从经验研究来看，Ａｕ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２］５７１、路江涌和陶志刚［１３］１１３、陆铭和陈钊［１４］５８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集聚
程度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这时候放弃集聚就是放弃发展。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中央政
府改善发达地区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向发达地区集聚往往更具效率。但是，历史上也有一些重要的
相反证据，如美国中西部的崛起。在１９世纪中叶，美国制造业首先诞生于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和
大西洋中部沿海地区，使这两个地区在美国工业化初期成为全国制造业中心。但到了１９世纪后半
叶，美国中西部地区制造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并与新英格兰地区、大西洋中部沿海地区一起成为美
国制造业的中心［１５］６６。同时，阿塔克和帕塞尔认为，中西部的发展也是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一

个重要原因［１６］１６５。美国中西部崛起的发展经验似乎又表明，新的制造业中心的出现未必就会降低
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反还有可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些研究给政府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
效率性提供了经验支持。

本文以中国现实为背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松脚型资本模型，试图对下述问题作出回答：第
一，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与改善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这两种政策分别会对落后
地区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地区间收入差距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二，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对落后
地区居民的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机制如何？如何看待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低效率现象？第三，从全
社会视角来看，中央政府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资在落后地区以协调区域发展抑或投资在发达地
区以促进经济集聚，何者效率更高？各地初始的经济规模以及基础设施差异又将如何影响中央政
府的最优决策？

二、基本模型

（一）模型设置

本文在 Ｍａｒｔｉｎ和Ｒｏｇｅｒｓ［７］的松脚型资本框架内考察一个由东部和西部两地区构成的经济系
统①。整个经济系统拥有Ｌ个消费者和Ｋ单位资本，每个消费者拥有１单位劳动力并平均占有本地
的初始资本。劳动力在地区间不可以流动，资本可以在地区间无成本地自由流动。假设东部初始的
劳动力和资本占整个经济系统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比例均为θ。为不失一般性，本文假定θ＞１／２，并将
东部称为发达地区，西部称为落后地区。由该假定可以得出，两个地区之间不存在赫克歇尔—俄林意
义上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

假定两地区的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Ｕ ≡ １
μμ（１－μ）

１－μＣμＭＣ
１－μ
Ａ ，０＜μ＜１ （１）

１５１第２期 金祥荣　陶永亮　朱希伟：基础设施、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

① 为了数学描述的方便，本文将东部记为地区１，西部记为地区２。



其中μ代表工业品的支出份额，ＣＡ 代表农产品的消费量，ＣＭ 代表工业品的消费组合。定义ＣＭ ≡

∫
Ｎ

０
ｃ（ｓ）

σ－１
σｄ［ ］ｓ

σ
σ－１，其中，Ｎ 代表工业品种类的范围，σ＞１代表不同工业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由消费

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知，地区ｉ的代表性消费者对地区ｊ生产的工业品ｓ的需求为：

ｃｊｉ（ｓ）＝ｐｊｉ
（ｓ）－σ

Ｇ１－σｉ μＹｉ，ｉ，ｊ＝１，２ （２）

其中Ｇｉ≡∫
Ｎ１

０
ｐ１ｉ（ｓ）１－σｄｓ＋∫

Ｎ２

０
ｐ２ｉ（ｓ）１－σｄ［ ］ｓ

１
１－σ，代表地区ｉ的价格指数，Ｎ１和Ｎ２分别代表地区１

和地区２生产的工业品种类数，则Ｎ＝Ｎ１＋Ｎ２；ｐｊｉ（ｓ）代表ｊ地生产的工业品在ｉ地的销售价格；

Ｙｉ为ｉ地代表性消费者的支出。
再来看生产方面，假定东、西部都存在两个生产部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本文假定整个经

济的劳动力总量Ｌ足够大，从而确保每个地区在满足工业生产活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前提下，仍有一
定数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农业部门使用劳动力为单一投入的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生产同质
产品，其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为不失一般性，本文假定１单位的劳动力生产１单位农产品，于是

ｐＡｉ ＝ｗｉ，其中ｐＡｉ 为ｉ地农产品价格，ｗｉ为ｉ地劳动力的工资率。再假定农产品可以在地区间无成本
运输，那么农产品价格和劳动力工资率在各地区相等，我们将农产品作为计价物，故将其标准化为

１，即有ｐＡ１ ＝ｐＡ２ ＝ｗ１＝ｗ２＝１。
工业部门生产差异化的工业品，每个种类的工业品生产需要使用１单位资本作为固定投入，同

时每单位产出需要ｍ单位劳动力作为边际投入，故地区ｉ代表性厂商的成本函数为：

ＴＣｉ（ｓ）＝ｒｉ＋ｗｉｍｑ（ｓ），ｉ＝１，２ （３）

其中ｒｉ为地区ｉ单位资本的收益率。因为工业品的生产使用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技术，其市场是垄
断竞争的，故每种工业品有且仅有一个企业生产，即Ｎ ＝Ｋ 。

下面，我们引入基础设施来考察贸易成本对均衡产业分布以及地区福利的影响。假定基础设施
只能由政府提供且不影响企业的生产函数，但它会影响工业品的贸易成本。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贸
易成本越低。比方说，如果在西部地区新修一条高速公路，这意味着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上升
了，那么西部地区的贸易成本将会下降，但西部企业的生产率不会改变。根据文献传统，工业品的贸
易成本采用“冰山成本”的形式，即１单位工业品从企业运往消费者，只有１／ｔ单位的工业品到达
（ｔ＞１）。本文特别对地区内贸易成本和地区间贸易成本加以区分。将东部内、西部内和东西间的贸
易成本分别记为τ１、τ２和τ。本文更进一步假定１＜τ１＜τ２＜τ，也就是说东部内的贸易成本小于西
部内的贸易成本，西部内的贸易成本小于东西间的贸易成本。为了表述方便，定义φ１ ≡τ

１－σ
１ ，

φ２ ≡τ
１－σ
２ ，φ≡τ

１－σ，则０＜φ＜φ２＜φ１＜１。

（二）市场均衡

根据前面的设定，可知地区ｉ代表性厂商ｓ所面临的总需求为：

ｃｉ（ｓ）＝μｐｉ（ｓ）
－σ
φｉＧｉ

σ－１Ｅｉ＋φＧｊ
σ－１Ｅ（ ）ｊ ，ｉ，ｊ＝１，２，ｉ≠ｊ （４）

其中ｐｉ（ｓ）代表地区ｉ的代表性厂商ｓ 生产的工业品的出厂价格；Ｅ１ ≡θＫｒ１ ＋θＬ，Ｅ２ ≡
（１－θ）Ｋｒ２＋（１－θ）Ｌ，分别代表地区１和地区２消费者的总支出。

由（４）式及垄断竞争假定并选取合适的单位，使ｍ＝ （σ－１）／σ，可知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定价为：

ｐｉ（ｓ）＝１，ｐ１１（ｓ）＝τ１，ｐ２２（ｓ）＝τ２，ｐ１２（ｓ）＝ｐ２１（ｓ）＝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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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工业品市场是垄断竞争的，厂商获得零利润，由此可知地区ｉ代表性厂商ｓ的均衡产量

ｑｉ（ｓ）＝σｒｉ。
记均衡时东部雇佣的资本份额为λ≡Ｎ１／Ｎ，将（５）式代入（４）式，由工业品市场出清条件可得

两地资本收益率的表达式：

ｒ１＝μσ
φ１Ｅ１

Ｎ φ１λ＋φ１－（ ）［ ］λ ＋ φＥ２

Ｎ φλ＋φ２ １－（ ）［ ］｛ ｝λ
（６）

ｒ２＝μσ
φＥ１

Ｎ φ１λ＋φ１－（ ）［ ］λ ＋ φ２Ｅ２
Ｎ φλ＋φ２ １－（ ）［ ］｛ ｝λ

（７）

均衡时，自由流动的资本在两地区获得相同的收益率，故由（６）式和（７）式可得东部雇佣的资本份额
为：

λ＝ θφ２
φ２－φ

－ １－（ ）θφ
φ１－φ

∈ ０，［ ］１ （８）

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本文集中关注内点解的情形，即λ∈（０，１）。这意味着工业企业在两个地
区都存在，从而要求φ２进一步满足如下条件：

φ２＞ φ１－θ（ ）φφ
１－（ ）θφ１

（９）

将（８）式代入（６）式可得：

ｒ１＝ｒ２＝ μ
σ－μ

Ｌ
Ｋ
，Ｅ１＝ θσＬσ－μ

，Ｅ２＝ １－（ ）θσＬ
σ－μ

（１０）

三、比较静态分析

在得到了（８）式和（１０）式后，本文就可以对经济系统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考察不同地区基础设
施的改善对产业区位、地区差距和社会福利等的影响。由于改善东部基础设施的影响较为直观，并
且也偏离本文主旨，因此，下文主要考察改善西部基础设施和东西间基础设施对经济系统的影响。

（一）改善西部基础设施

西部地区总福利可用间接效用函数表示为：

Ｗ２＝ Ｅ２
Ｎ

μ
１－σ φλ＋φ２ １－（ ）［ ］λ

μ
１－σ

（１１）

将（１１）式对φ２求导可得：

Ｗ２

φ２
＝ １－（ ）θμσＬＫ

μ
σ－１

σ－（ ）μ σ－（ ）１
１－（ ）θ φ１φ２－φ（ ）２

φ１－［ ］φ

μ
σ－１－１

１－（ ）λ ＋ φ－φ（ ）２ λφ［ ］２ ＞０ （１２）
（１２）式表明，改善西部基础设施水平将会提高西部地区总福利。这与直觉是吻合的，并在现有

文献中有过解释和说明［７］３４６，本文的重点是将其作用机制进行分解。为此，我们集中考察（１２）式第
二个中括号中各项的变化：第一项（１－λ）衡量的是在产业分布给定条件下，通过改善西部地区基
础设施和降低西部内贸易成本使西部总福利提高的程度，我们将其称之为“直接效应”；第二项

φ－φ（ ）２ λφ２
衡量的是通过改善西部基础设施和降低西部内贸易成本对产业再分布的影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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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称之为“间接效应”。随着西部基础设施水平的改善，我们注意到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变化

方向是相反的：１－（ ）λ
φ２

＞０和 φ２
φ－φ（ ）２ λφ［ ］２ ＜０。也就是说，在西部基础设施水平比较低

的时候，直接效应比较微弱，而间接效应比较显著。随着西部基础设施的改善，直接效应的影响逐
渐增强，而间接效应的影响逐渐减弱。当西部基础设施改善超过某一临界水平，即φ２ ＞φ


２ ≡

θφ１＋φ１－２θ（ ）φφ
１－（ ）θφ１

时，西部基础设施改善对西部总福利影响的直接效应会超过间接效应。由此得

到命题一：

　　 命题一：西部基础设施的改善对西部总福利的影响可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者都
对西部总福利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直接效应的强度随着西部基础设施的改善而增强，间
接效应随着西部基础设施的改善而减弱。这就是说，在其他地区基础设施水平不变（给定φ１和

φ）的条件下，当西部基础设施处于较低水平（φ２＜φ

２）时，改善西部基础设施的直接效应弱于

间接效应；当西部基础设施处于较高水平（φ２＞φ

２）时，改善西部基础设施的直接效应强于间

接效应。
上述命题的含义是非常直观的，在西部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时，西部的企业比较少，市场规模

也很小，那么西部公路的使用率必然很低，呈现出“西部高速公路上没车跑”的景象，但这只是在
西部改善基础设施的直接效应。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西部基础设施的改善对西部总福
利的提升作用不仅仅反映在基础设施的使用率上，更重要的是将提高西部地区对外地资本和人
才的吸引力。落后的基础设施往往对应着较少的企业和缓和的竞争，此时西部基础设施小幅度
的改善将会使其市场容量迅速扩大（相对于西部企业规模而言），这无疑会大大增加西部企业的
利润，从而吸引其他地区的资本和人才流向西部。也就是说，当西部的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时，在
西部改善基础设施的间接效应将非常显著，但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往往要在较长时间后
才能被观察到。

在刘生龙等检验西部大开发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发现，西部大开发促进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实物资本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实现的，而对人力资本积
累和吸引ＦＤＩ等方面的影响力则非常有限［１７］１０３１０４。换言之，西部大开发中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
是通过发挥直接效应和直接投资的方式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间接效应并不明显。但是，命
题一告诉我们，在西部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时，直接效应对经济的促进效果是比较微弱的，间接效
应的影响则比较显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效果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而造成目前这种间接效应弱化现象的原因很可能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西部大开发伊
始，其基础设施水平实在太低，以至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与东部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投
资力度还是不够①；第二，存在其他因素制约了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效果，如西部的司法效率较低、产
权保护不够等等②，这使改善西部基础设施的间接效应不明显，最终导致西部大开发的整体效果大
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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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可以解释为，西部地区初始的基础设施处于内点均衡的临界水平之下，即φ２＜
（φ１－θφ）φ
（１－θ）φ１

。如果在西部大开发实施后

仍没有改变这一状况，那么，在这期间对西部的大投资就不会产生任何间接效应。
金祥荣等验证了合约实施效率对地区出口差异的作用，合约实施效率等制度因素不仅仅是造成地区出口差异的重要原
因，也是影响产业分布和地区差距等的重要原因。参见金祥荣、茹玉骢、吴宏《制度、企业生产效率与中国地区间出口差
异》，载《管理世界》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第６５ ７７页。［ＪｉｎＸｉａｎｇｒｏｎｇ，ＲｕＹｕｃｏｎｇ＆ ＷｕＨｏ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ｘｐｏｒ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Ｎｏ．１１（２００８），ｐｐ．６５ ７７．］



　　下文将分析西部基础设施的改善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社会总福利可以用间接效用函数表示
为：

Ｗ ＝ Ｅ１
Ｎ

μ
１－σ φ１λ＋φ１－（ ）［ ］λ

μ
１－σ
＋ Ｅ２
Ｎ

μ
１－σ φλ＋φ２ １－（ ）［ ］λ

μ
１－σ

（１３）

将（１３）式对φ２求导可得：

Ｗ
φ２

＝ μσＬＫ
μ
σ－１

σ－（ ）μ σ－（ ）１ φ１φ２－φ（ ）
２ １－ μσ－１

φ１ １－（ ）θ １＋ μσ－１

φ１－（ ）φ
μ
σ－１

－ φ１－（ ）φφθ
１＋ μσ－１

φ２－（ ）φ
１＋ μσ－［ ］１

（１４）

可以发现，西部基础设施的改善一方面提高了西部总福利，但另一方面却降低了东部总福利。
东部总福利降低的原因与Ｂｅｈｒｅｎｓ等［１８］１２９４的解释是类似的：西部基础设施的改善会增强西部市
场的吸引力，降低东部企业的利润，因而逐利的企业将从东部迁往西部，并且在整个过程中，这种效
应是对东部的唯一效应，故东部总福利必然下降。Ｂｏｕｇｈｅａｓ等利用欧洲１６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在
本国的运输基础设施投资和外国收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一实证结论给上述发现提供了经验
支持［１９］９０３９０５。但我们关心的是，西部基础设施的改善会对社会总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１４）式中
括号内第一项显然为正，中括号内第二项是一个关于φ、φ１、φ２和θ的多项式，可以证明，当且仅当：

φ２＞φ２≡φ＋
θ
１－θ

φ
φ（ ）１

σ－１
σ－１＋μ

φ１－（ ）φ （１５）

时，提高φ２可以增加社会总福利；反之，若φ２＜φ２，提高φ２则会使社会总福利下降。进一步地，我们

注意到φ２是关于φ１和θ的增函数，即
φ２
φ１

＞０，φ２θ ＞０。就是说，东部初始规模越大和（或）基础设

施水平越高，那么改善西部基础设施带来社会总福利提高所要求的西部基础设施的临界水平φ２就
越大；这就意味着现实生活中西部实际基础设施水平φ２低于临界值φ２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改善
西部基础设施带来全局性效率损失的可能性就越高。这是因为东部的福利损失可以分解为东部的
规模总量与边际损失的乘积。θ越大表示东部的规模总量越大，而φ１越大则意味着由西部基础设施
改善所引发的资本流动对东部的边际福利损失越大。故当θ和φ１都处于很高水平时，西部基础设施
改善造成东部总福利的损失会超过西部总福利的提高，导致社会总福利下降。由此得到命题二：

命题二：当φ２＞φ２时，改善西部基础设施会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当φ２＜φ２时，改善西
部基础设施会降低社会总福利水平。若两地的初始规模和基础设施之间的差别都很大，那么
改善西部基础设施产生全局性福利损失的可能性就很大。
这对于中央政府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

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那么在发展经济的初期就应该重视地区之间基础设施的均衡发展，不
能让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严重滞后于发达地区。否则，当地区间基础设施差距积累到相当大
的程度时，再去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就很可能使整个社会的福利蒙受损失，如果这个损失很大
的话，那么前期追求效率的决策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阶段所实行的区域
协调发展政策不仅是公平的要求，也是长期效率的要求。

（二）改善东西间基础设施

东西间基础设施的改善会降低东部与西部之间的贸易成本，一般而言，地区间贸易成本的下降
将使企业向大的市场集聚，从而对东部有利。我们将（８）式对φ求导可得：

λ
φ
＝ θφ２
φ２－（ ）φ

２－
１－（ ）θφ１
φ１－（ ）φ

２ ＞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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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东西间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会使企业从西部向东部迁移，这将降低西部总福利水平。另一
方面，由于东西间贸易成本的下降，西部从东部“进口”工业品就会变得更加便宜，这种效应又会增
进西部总福利，而且后者总是占主导，即有：

Ｗ２

φ
＝ μσ １－（ ）θ １＋ μσ－１ＬＫ

μ
σ－１ φ

２－２φ１φ＋φ１φ（ ）２
σ－（ ）μ σ－（ ）１ φ１φ２－φ（ ）

２ １－ μσ－１ φ１－（ ）φ
１＋ μσ－１

＞０① （１７）

改善东西间基础设施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
们并没有在现有文献中看到过严格的证明。下文的分析将证明东西间基础设施的改善在一般情况
下将导致东西部居民福利差距进一步扩大，但也存在特殊的条件使东西部居民福利差距呈现收敛
趋势。

记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代表性居民的福利分别为ω１和ω２，则有：

ω１≡
Ｅ１／θＬ

Ｎ
μ
１－σ φ１λ＋φ（１－λ［ ］）

μ
１－σ
，ω２≡

Ｅ２／１－（ ）θＬ
Ｎ

μ
１－σ φλ＋φ２（１－λ［ ］）

μ
１－σ

（１８）

进一步，定义εω１／ω２，φ≡
ω１／ω（ ）２
φ

φ
ω１／ω２

，εω１，φ≡
ω１
φ
φ
ω１
和εω２，φ≡

ω２
φ
φ
ω２
，则由（８）、（１０）和（１８）

三式可得：

εω１／ω２，φ ＝εω１，φ－εω２，φ ＝ μφ φ１－φ（ ）２
σ－（ ）１ φ１－（ ）φ φ２－（ ）φ

＞０ （１９）

（１９）式表明随着东西间基础设施的改善，东西间贸易成本每下降１％，东部代表性居民福利水平增
加的百分比大于西部；换言之，使东部居民相对于西部居民获得更快的实际收入增长，导致东西部
之间实际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地，（１９）式与地区间初始规模分布参数θ无关。这就是说，
在特殊情况下（西部内贸易成本小于东部内贸易成本，东部内贸易成本小于东西间贸易成本，即

０＜φ＜φ１＜φ２＜１），尽管东部地区具有初始的规模优势，使东部居民具有较高的初始福利水平（即

ω１＞ω２），但此时改善东西间基础设施、降低东西间贸易成本的过程中，东西部之间实际收入差距将
逐步缩小，但资本流动方向不确定②。

命题三：如果东部地区的初始规模和基础设施都具有优势，那么改善东西间基础设施、降
低东西间贸易成本，会促进产业和资本向东部地区集聚，导致东西间产业规模差距和实际收入
差距都扩大。如果东部地区具有初始规模优势，而西部地区具有基础设施优势，那么改善东西
间基础设施、降低东西间贸易成本的过程中，产业和资本的流动方向是不确定的，但东西间实
际收入差距将缩小。
在经验研究中，Ｆｕｊｉｔａ和 Ｈｕ［２０］３１、范剑勇［２１］５１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一体化水平不断

提高，绝大部分制造业已经或正在转移进入东部沿海地区，同时，将收入差距分解后发现，东西部的
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工业部门。然而，如果就此论断中国第二产业向东部集聚是地区收入差距扩
大的主要原因，仍然有失偏颇。笔者认为，产业集聚可以看做是要素在空间上集聚的结果，而要素
流动的方向则是由要素报酬的地区差别所引导的。扣除东西部初始经济规模差异的影响后，东部
基础设施优于西部基础设施的这种差别也是东西间实际收入水平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而且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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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７）式的证明需要用到（９）式，即内点均衡条件。证：容易发现Ｗ２
φ

与 （φ２－２φ１φ＋φ１φ２）同号，由内点均衡条件可知：

（φ２－２φ１φ＋φ１φ２）＞φ２－２φ１φ＋φ１
（φ１－θφ）φ
（１－θ）φ１

＝
（２θ－１）φ
（１－θ）

（φ１－φ）＞０。

当０＜φ＜φ１＜φ２＜１时，资本流动方向（１６）式的符号不确定。



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带来东西间贸易成本的下降，东西部之间实际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
因而，中央政府协调区域发展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加大对西部的基础设施投入，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在
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过程中所处的不利局面。

四、区域协调抑或经济集聚

为了比较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和促进经济集聚的政策何者更具效率，我们需要考虑改善基础
设施的成本。由于地区间初始基础设施水平存在差异，东部和西部改善基础设施的成本也存在差
异；也就是说，东部和西部修路改善当地贸易成本的效率存在差别。为此引入中央政府的基础设施
投入Ｆ与贸易成本φ之间的函数关系φｉ＝φｉ（Ｆ）（ｉ＝１，２）。关于φｉ（Ｆ）的性质，我们继承Ｚｅｕｇｎｅｒ
的研究，认为φｉ（Ｆ）对Ｆ的一阶导数大于０，二阶导数不大于０

［２２］８。这意味着增加Ｆ总会降低贸易成

本，但是随着φｉ（Ｆ）的提高，相同投入带来贸易成本降低的幅度越来越小。故区域协调抑或经济集

聚政策选择问题可以转化为比较Ｗ
φ１
φ１
Ｆ
和Ｗ
φ２
φ２
Ｆ
的大小。进一步地，令ψ≡

Ｗ
φ１
φ１
Ｆ－

Ｗ
φ２
φ２
Ｆ
，则

当ψ＞０时，在东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优于在西部投资；反之，若ψ＜０，则表示在西部进行基础设施
投资优于在东部投资。

为简化分析，记η≡
φ２
Ｆ
／φ１
Ｆ
，η代表中央政府在西部每增加１单位基础设施投资降低的西部内

贸易成本幅度与在东部每增加１单位基础设施投资降低的东部内贸易成本幅度的比值，或者说它
衡量了在东部和西部修路改善当地贸易成本的效率差异。我们一般假设η＞１，即对于每增加１单
位基础设施投入降低本地内贸易成本的幅度而言，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这与我们的常识是一致
的，人们总是先选择比较容易的路线修筑道路，以扩大市场需求，同时道路的等级也是从低级到高
级逐渐改善的。而修筑一条同样长度的高等级道路显然比修筑低等级道路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由
于东部初始的基础设施水平高于西部，这就意味着每提高相同幅度的基础设施水平，东部所需的资

金投入大于西部。再记Ω≡Ｗφ１
－η
Ｗ
φ２
，于是选择在西部改善基础设施抑或在东部改善基础设施以

增进社会福利的问题，可以通过比较Ω与０的大小来确定。
我们进一步将Ω展开可得：

Ω＝ μσＬＫ
μ
σ－１

σ－（ ）μ σ－（ ）１ φ１φ２－φ（ ）２ １＋ μσ－１

－ηφ
２－φφ２＋ηφφ１＋φ（ ）２２θ１＋

μ
σ－１

φ２－（ ）φ
１＋ μσ－１

－ －φ
２＋φφ２－ηφφ１＋ηφ（ ）２１ １－（ ）θ １＋ μσ－１

φ１－（ ）φ
１＋ μσ－［ ］１

（２０）

由（２０）式可知Ω＜０的充分条件为：

θ＜θ ≡ Δ
１＋Δ

（２１）

其中Δ≡φ２－φ
φ１－φ

φφ２－（ ）φ ＋ηφ１ φ１－（ ）φ
φ２ φ２－（ ）φ ＋ηφφ１－（ ）［ ］φ

σ－１
σ－１＋μ。在η＞１和φ１＞φ２的假设下，当σ＞１＋μ时 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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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ＶａｎＷｉｎｃｏｏｐ的实证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σ值介于４—８之间，而发展中国家的σ值则更大。因此，σ＞１＋μ很容
易满足。参见Ｊ．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ＶａｎＷｉｎｃｏｏｐ，″ＴｒａｄｅＣｏｓ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４２，Ｎｏ．３（２００４），ｐ．７４２。



ｌｉｍ
φ→０
Δ＝η

σ－１
σ－１＋μ φ１

φ（ ）２
σ－１－μ
σ－１＋μ

＞１。根据连续函数的性质可知，存在φ
 ＞０，当φ∈ ０，φ（ ） ，有Δ（）φ ＞１，

从而有θ ≡ Δ
１＋Δ∈

１
２
，（ ）１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命题四：

　　 命题四：如果东西部初始的规模差异不大（即θ＜θ）且东西间贸易成本非常高（即φ＜

φ
），则改善西部基础设施的区域协调政策优于改善东部基础设施的经济集聚政策。
据此，我们认为以下三个条件成立时，中央政府采取改善西部基础设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比

采取改善东部基础设施的促进经济集聚政策更有效率。（１）东西部之间经济规模的差别不大
（θ＜θ）。否则，由于西部市场规模很小，改善西部基础设施带来的利用率必然很低，这就意味着此
时西部基础设施改善所带来的社会总福利增进是非常有限的。（２）东部和西部之间存在较高的贸
易壁垒（φ＜φ

）。高昂的东西间贸易成本减弱了要素向东部集聚的向心力，使东部地区对西部地
区资本和人才的吸引力减弱，这为西部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容易留
住企业而不至于大规模向东部迁移，此时中央政府在西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基础设施使用
率相对较高，从而对西部总福利的提升也比较大。另一方面，高昂的东西间贸易成本使西部基础设
施改善后，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资本和人才的吸引力也降低，也就是说，此时改善西部基础设施对
东部造成的伤害也非常小。（３）西部存在较大的修路成本优势（η＞１）。一方面，随着东部基础设施
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改善东部基础设施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处于较高水平的东部基
础设施的进一步改善很可能受到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换言之，在当前科技水平下，进一步改善东
部基础设施以降低东部内贸易成本的企图不仅是成本高昂的，甚至是技术不可行的。上述因素的存
在为中央政府大力改善西部基础设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美国１９世纪末中西部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为上述分析提供了经验证据。１８世纪上半
叶，当时美国东西部之间的交通还非常不方便，而要完成东西部之间的铁路工程极易受资金不足的
困扰，并且这种大型的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工程也不能马上就收回投资［１６］４２６。另一方面，从总人
口增长率来看，１８４０—１８７０年美国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长率达到２７２％，而相应的新英格兰地区和大
西洋沿海中部地区都仅为９１％；从１８６０—１８７０年更短的时期来看，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长率（３９％）
也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１８％）［１５］７１。美国东西部之间的高贸易成本以及美国中西
部人口的快速增长为美国中西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一大背景之下，美国政府便有很强的激
励发展中西部的铁路运输系统，如给铁路公司以直接的公共补贴，以及对铁路公司进行土地赠与
等。中西部铁路运输系统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中西部的市场，从而促成美国中西部制造业的兴起。
而他们的研究与本文模型有所不同的是，美国中西部铁路运输系统的发展实际上是内生于模型之
中，即由美国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原则所决定的。而美国中西部制造业的发展则与中西部运输系
统的发展存在着相互加强的关系：中西部运输系统的发展降低了该地区的贸易成本，从而拓展了
该地区的市场，中西部市场的拓展促使中西部制造业份额的上升，进而增加中西部对铁路等运输系
统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现实情况与美国的历史经验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国目前东西部之
间的基础设施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同时由于电话和互联网等的普及，远距离的交易变得更加容易。
其次，目前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规模差别已经很大，也就是说东部的向心力很大，并且由市场引导的
资本和人才还有进一步向东部集聚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在西部投资基础设施的效率很
难会超过东部。因此，为了提高中央政府在西部投资基础设施的效率，目前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大西
部地区的城市化供给，提高西部非农人口的比重，以此来扩大市场需求，进而提高西部地区投资基
础设施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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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基础设施不仅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同时，由于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了一个地
区贸易成本的大小，各地区内以及地区间贸易成本的不同又决定了产业的空间分布，进而影响
各地福利水平与社会总效率。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考察不同基础设施政策的政策效果，得出的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改善两地间的基础设施都能提高落后地区的绝对福利水平，
但是两种政策的作用机制并不一样。第一种政策对落后地区福利的促进效应可分解为直接效应和
间接效应，两者都对西部总福利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落后地区经济规模较小、基础设施水平较低
的条件下，直接效应的强度较弱，但见效很快，间接效应的强度较大，但见效缓慢。第二种基础设施
政策则主要通过降低落后地区的进口成本来提升落后地区的福利水平。值得指出的是，在第二种
基础设施政策下，产业将进一步向发达地区集聚，使地区间产业差距扩大，因而也可能会导致两地
间实际收入水平差距扩大。

第二，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不仅对落后地区本身福利有影响，而且也对社会总福利产生重要
影响。从宏观上看，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存在着降低全社会福利的可能，这种情况极易在地区间
规模差距和基础设施差距都很大的时候出现。

第三，中央政府改善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抑或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以提高国民福利需要相机
抉择，这取决于两地初始规模和地区间基础设施状况。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市场一体化程
度已达到一定水平，且东部的经济规模远远大于西部。在这一背景下，在东部进行基础设施投入的
效率高于西部，且这一趋势在短期内无法逆转。但是，考虑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及地区规模差
距较小情况下西部基础设施投资高效率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创造条件以改变西部所处的不利局面。
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大西部的城市化供给，提高西部非农人口的比重，以此来扩大西部的市场需
求，从而增加西部对企业的吸引力，提高西部居民的福利并最终增进全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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